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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与气候因素对青藏高原栽培大麦淀粉含量空间分
布的影响

钟志明１，王建林２，∗，冯西博２，付　 刚１，侯维海２，王改花２，大次卓嘎２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西藏农牧学院， 林芝　 ８６００００

摘要：为了揭示不同环境因子对青藏高原栽培大麦籽粒淀粉含量（ＧＳＣ）积累的影响程度，完善大麦 ＧＳＣ 空间分异与环境因子

的关系，明确青藏高原不同地区大麦品种 ＧＳＣ 的环境效应，利用 ８３ 个样点的地理、气候、土壤、农艺因子数据，研究了青藏高原

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１）在地理水平方向上，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水平分布总体呈现出斑块状交错分布

和南高北低的格局，并形成了以西藏拉孜、隆子、堆龙德庆、曲水、尼木、定日、萨迦、达孜、扎囊、日喀则、墨竹工卡、贡嘎、琼杰为

中心的青藏高原中南部和以青海共和、贵德、海晏、同德为中心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等 ２ 个栽培大麦 ＧＳＣ 高值区；（２）在地理垂直

方向上，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变化呈现出“Ｓ”型分布格局，即在海拔 ３３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ｍ 以上，随着海拔的升高，栽培大麦 ＧＳＣ 逐渐增

加，在海拔 ４２００．０ ｍ 与 ４５００．０ ｍ 之间达到最高值，此后随着海拔的升高略有下降；（３）影响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因子从大到小的顺

序是穗密度﹥ 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芒长﹥ ９ 月平均气温＞１ 月平均气温＞年日照时数﹥≥０℃积温＞５ 月平均气温﹥ ８ 月平均

气温日较差＞８ 月平均气温＞６ 月平均气温＞≥１０℃积温＞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５ 月平均月降水量＞７ 月平均相对湿度＞８ 月平均相

对湿度＞７ 月平均气温。 这一研究结果显示，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影响最大的是基因型，其次是气候因素，土壤因素对 ＧＳＣ 的影响

不明显。 影响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农艺因子主要是穗密度和芒长，气候因子主要是拔节抽穗期的气温日较差和籽粒灌浆成熟期的

平均气温，日照和降水的影响相对较小。
关键词：农艺因素；气候因素；大麦；淀粉含量；空间分布；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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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ＳＣ （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ｚｉ， Ｌｏｎｇｚｉ， Ｄｕｉｌｏｎｇｄｅｉｑｉｎ，
Ｑｕｓｈｕｉ， Ｎｉｍｕ， Ｄｉｎｇｒｉ， Ｓａｊｉａ， Ｄａｚｉ， Ｚｈａｎａｎｇ， Ｓｈｉｇａｔｓｅ， Ｍｏｚｈｕｇｏｎｇｋａ， Ｇｏｎｇｇａ， ａｎｄ Ｑｉｏｎｇｊｉ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Ｈａｉｙａｎ， ａｎｄ Ｔｏｎｇｄ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ＧＳＣ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ｎ
Ｓ⁃ｓｈａｐ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ｅｄ， ＧＳＣ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ｆｒｏｍ ３３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ｍ，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ｉｔ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２００．０ ｍ ａｎｄ ４５００．０ 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ｂａｒｌｅｙ ＧＳＣ ｗｅ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ｓｐｉｋ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Ｊｕｎｅ ＞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ｗｎ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ｈｏｕｒｓ ＞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０ ℃）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ｙ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ｕｎｅ ＞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０ ℃）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ｕｎｅ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ｙ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Ｊｕｌｙ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ｕｌ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ｈ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ＳＣ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ａｒｌｅ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Ｓｐｉｋ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ｗ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ｌｏｎｇ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ｈ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ｈａｔ ｂａｒｌｅｙ ＧＳＣ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ｉ．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ａｒｌｅｙ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ｂａｒｌｅｙ； ｓｔ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大麦是全球栽培的第四大谷类作物，其适应性强，利用价值广泛，不仅广泛用于食品和饲料，还用于啤酒

酿造。 淀粉是大麦中存储的一种重要多糖，同时也是全球重要的食物和工业原料。 淀粉是便宜的、可再生，能
进行生物降解［１］。 淀粉有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类，前者为无分支的螺旋结构，后者以 ２４—３０ 个葡萄糖残基

以 α⁃１，４⁃糖苷键首尾相连而成，在支链处为 α⁃１，６⁃糖苷键［２⁃４］。 不论是食用、饲用还是酿造啤酒，大麦籽粒淀

粉含量（Ｇｒａｉｎ Ｓｔ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ＧＳＣ）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品质指标［５］。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大麦 ＧＳＣ 不仅

明显受其本身遗传因素的影响，还与栽培条件及产地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６⁃１４］。 但是，不同的环境因子是如

何影响大麦 ＧＳＣ 的，目前尚存在很大争议［１５⁃２２］。 而且，这些研究多是在几个地点进行试验所得出的结论。 截

至目前，国内外尚未见到在大尺度上进行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环境因子关系的研究报道。
青藏高原既是世界栽培大麦起源中心之一，又是中国重要的裸大麦（青稞）种植区。 这里蕴藏着许多高

ＧＳＣ 的种质资源［５，２３⁃２４］，急需进一步挖掘与鉴别利用。 迄今为止，除个别学者测定分析过部分西藏栽培大麦

ＧＳＣ 外，尚未见到有关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环境因子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报道。 为此，本文试图以青藏高

原为研究区，从大尺度上研究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空间分异规律，以期为揭示不同环境（地理、气候、土壤）因子对

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积累的影响程度，完善大麦 ＧＳＣ 空间分异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明确青藏高原不同地区

大麦品种 ＧＳＣ 的环境效应，为指导青藏高原大麦育种、栽培和加工提供理论依据。

８９１７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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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涉及四川、甘肃、青海、西藏等 ４ 个省（区）主要栽培大麦种植区。 研究区跨越山地草原、高寒草甸

草原、高寒灌丛草甸、山地针叶林、山地灌丛草原、山地荒漠、半荒漠等 ７ 个自然植被带，年均日照时数 １６４２—
３３９３ ｈ，年均温－０．６—１２．９℃，年均降水量 １５０．０—８９０．０ ｍｍ。 研究对象为当地种植的栽培大麦（均为裸大

麦）。
１．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１）样点布置：２０１４ 年 ６—９ 月，根据青藏高原大气温度和降水分布格局，于不同生态种植区（２７°—３８°Ｎ、
７９°—１０４°Ｅ）设置 ８３ 个典型样点。 在样点设置时，重点选择长势整齐、成片种植的栽培大麦田，所有样点的具

体地理位置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２）植物样品采集与分析：采样在栽培大麦成熟期进行。 采样前先用 ＧＰＳ 定位、咨询当地农民了解样点

所在农田种植的栽培大麦品种、施肥情况等基本信息。 采样时在每个样点设 ５—６ 个样方，于每个样方（面积

不小于 ２０ ｍ２）中随机采收栽培大麦籽粒 ２０００ ｇ，送回实验室风干后，用酶水解法（ＧＢ５００９．９⁃ ８５）测定栽培大

麦的 ＧＳＣ。 同时，在每个样点，随机选择 ２０ 个植株进行常规大田考种。
（３）土壤样品采集与分析：在每个样点进行植物采样的同时，设 ５—６ 个样方，于每个样方（面积不小于

２０．０ ｍ２）中随机采集耕作层（０—３０．０ ｃｍ）土壤样品 ３ 份，将其装入土壤布袋，送回实验室风干后，磨细过 １ ｍｍ
筛，测定土壤全氮、全磷、全钾、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ｐＨ 值、有机质等理化指标。 其中：土壤全氮和速效氮

采用半微量凯氏法，土壤全磷和速效磷测定采用钼锑抗比色法，土壤全钾和速效钾测定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土壤 ｐＨ 值采用电位法进行测定。
１．３　 数据分析与处理

首先将 ８３ 个样点栽培大麦 ＧＳＣ 数据分成 ５ 类（即＜４０，４０—４５，４５—５０，５０—６０ 和＞６０，单位：％），然后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３ 软件作其空间分布图。 同时，采用 ＤＰＳ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最小显著

差异法进行数据组间的差异性比较，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地理、气候（注：气候资料来源于

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土壤、农艺因子之间的关系方程，并用随机森林回归分析法综合分析不同因子对青

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影响程度。

９９１７　 ２１ 期 　 　 　 钟志明　 等：农艺与气候因素对青藏高原栽培大麦淀粉含量空间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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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分布特征

２．１．１　 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水平分布特征

　 　 从图 ２ 可以看出，栽培大麦 ＧＳＣ 在青藏高原形成了两个高值区。 其中：一个是介于 ８７．０°—９２．０°Ｅ、
２９．０°—３０．０°Ｎ 之间，以西藏拉孜、隆子、堆龙德庆、曲水、尼木、定日、萨迦、达孜、扎囊、日喀则、墨竹工卡、贡
嘎、琼杰为中心的青藏高原中南部高值区，这一区域栽培大麦 ＧＳＣ 平均在（６２．１６３５±５．６１３０）％左右；另一个是

介于 １００．０°—１０１．５°Ｅ、３５．０°—３６．５°Ｎ 之间，以青海共和、贵德、海晏、同德为中心的青藏高原东北部高值区，
这一区域栽培大麦 ＧＳＣ 平均在（５７．９７６２±２．０４４７）％左右。 同时，从图 ２ 还可以看出，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水平分布总体呈现出斑块状交错分布和南高北低的趋势。

图 ２　 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水平分布状况

Ｆｉｇ．２　 ＧＳ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２．１．２　 青藏高原栽培大麦籽粒淀粉的垂直分布特征

从表 １ 可以看出，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平均值为（４８．１６７５±９．９５５６）％，变异系数为 １９．６９％。 随着海

拔升高，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变化呈现出“Ｓ”型分布格局。 即在海拔 ３３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ｍ 以下， 栽培大麦 ＧＳＣ 随着

海拔的变化略有波动性变化，但是总体含量很低，平均值为（４５．９５３８±９．２９８７）％。在海拔３３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ｍ

表 １　 不同海拔梯度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分布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ａｒｌｅｙ ＧＳ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海拔高度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样点数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平均值 ／ ％
Ａｖｅｒａｇｅ

变异系数 ／ ％
ＣＶ

＜２７００．０ ２ ４６．６９７３±４．２３６４ ９．０７

２７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６ ４２．３１８９±１０．１３３０ ２３．９４

３０００．０—３３００．０ １７ ４７．５３００±９．６２２１ ２０．２４

３３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９ ４５．２３４５±９．３８４０ ２０．７５

３６００．０—３９００．０ ２７ ４９．３３０８±１０．３０４５ ２０．８９

３９００．０—４２００．０ １４ ５０．０２１２±１１．０９２４ ２２．１８

４２００．０—４５００．０ ６ ５０．４２７５±１０．７８３６ ２１．３８

＞４５００．０ ２ ５０．３３９２±５．２２０６ １０．３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３ ４８．１６７５±９．９５５６ ２０．６７

００２７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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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随着海拔的升高，栽培大麦 ＧＳＣ 逐渐增加，在海拔 ４２００．０—４５００．０ ｍ 之间达到最高值，此海拔区间栽培

大麦籽粒淀粉平均含量为（５０．４２７５±１０．７８３６）％，此后随着海拔的升高栽培大麦 ＧＳＣ 略有下降。 其中在

３９００．０—４５００．０ ｍ 之间，栽培大麦 ＧＳＣ 平均在（５０．１４３１±１０．７１５６）％左右。 同时，从表 １ 还可以看出，栽培大

麦 ＧＳＣ 变异系数随着海拔的升高而呈现有波动性变化。
２．２　 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２．２．１　 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地理因子的关系

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地理纬度（Ｘ１）、地理经度（Ｘ２）、海拔（Ｘ３）等地理因子的关系

方程如下：
Ｙ＝ ２６．７００２＋０．１３１１Ｘ１－０．１７５２Ｘ２＋０．００４０Ｘ３

（Ｎ＝ ８３　 Ｒ＝ ０．１６４６　 Ｒ１ ＝ ０．０５１７　 Ｒ２ ＝ －０．０３２７　 Ｒ３ ＝ ０．１２６４） （１）
从式（１）可以看出，栽培大麦 ＧＳＣ（Ｙ）与地理经度（Ｘ１）、海拔高度（Ｘ３）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地理纬度（Ｘ２）

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标准误差检验，该回归方程未通过 ə ＝ ０．０５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栽培大麦 ＧＳＣ 随

着地理经度和海拔高度的增加以及地理纬度的降低而增加。 同时也表明，地理因子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影响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
２．２．２　 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年均日照时数（Ｘ１）、年蒸发量（Ｘ２）、≥０℃积温（Ｘ３）、≥１０℃

积温（Ｘ４）、年均气温（Ｘ５）、年均相对湿度（Ｘ６）、年均降水量（Ｘ７）、１ 月平均气温（Ｘ８）、５ 月平均气温（Ｘ９）、６ 月

平均气温（Ｘ１０）、７ 月平均气温（Ｘ１１）、８ 月平均气温（Ｘ１２）、９ 月平均气温（Ｘ１３）、５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４）、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５）、７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６）、８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７）、９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８）、
５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１９）、６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０）、７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１）、８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２）、９ 月平

均相对湿度（Ｘ２３）、５ 月平均降水量（Ｘ２４）、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Ｘ２５）、７ 月平均降水量（Ｘ２６）、８ 月平均降水量

（Ｘ２７）、９ 月平均降水量（Ｘ２８） 等气候因子的关系方程如下：
Ｙ＝ ６８．４０９６＋０．００６６Ｘ１－７．３７８５Ｘ３－３．０７２１Ｘ４＋１．２４８１Ｘ６＋１２．２１０９Ｘ８－８．０９９２Ｘ９＋１２．６２８６Ｘ１０－１０．３５８３Ｘ１１＋

９．８９９７Ｘ１２－９．５３６４Ｘ１３－３．１０６７Ｘ１５＋３．２７６６Ｘ１７－１．８６６６Ｘ２１＋０．３８２７Ｘ２２－０．５２１９Ｘ２４＋０．８１９１Ｘ２５

（Ｎ＝ ８３　 Ｒ＝ ０．５９６８∗ 　 Ｒ１ ＝ ０．３４４９∗∗ 　 Ｒ３ ＝ －０．３５３８∗∗ 　 Ｒ４ ＝ －０．３５７６∗∗ 　 Ｒ６ ＝ ０．１７１６　 Ｒ８ ＝ ０．３７２８∗∗Ｒ９ ＝
－０．２６３５∗ Ｒ１０ ＝ ０．３２６２∗∗ Ｒ１１ ＝ －０．４００７∗∗ Ｒ１２ ＝ ０．２９３∗ 　 Ｒ１３ ＝ －０．２４２６∗ 　 Ｒ１５ ＝ －０．３７４７∗∗ 　 Ｒ１７ ＝ ０．３８９８∗∗ 　
Ｒ２１ ＝ －０．３７４∗∗ 　 Ｒ２２ ＝ ０．３６５２∗∗ 　 Ｒ２４ ＝ －０．２４５∗ 　 Ｒ２５ ＝ ０．２８９０∗） （２）

从式（２）可以看出，影响栽培大麦 ＧＳＣ（Ｙ）的主要气候因子是年均日照时数（Ｘ１）、≥０℃ 积温（Ｘ３）、
≥１０℃积温（Ｘ４）、年均相对湿度（Ｘ６）、１ 月平均气温（Ｘ８）、５ 月平均气温（Ｘ９）、６ 月平均气温（Ｘ１０）、７ 月平均

气温（Ｘ１１）、８ 月平均气温（Ｘ１２）、９ 月平均气温（Ｘ１３）、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５）、８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７）、７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１）、８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２）、５ 月平均降水量（Ｘ２４）、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Ｘ２５），而年蒸发量

（Ｘ２）、年均气温（Ｘ５）、年均降水量（Ｘ７）、５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４）、７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６）、９ 月平均气温

日较差（Ｘ１８）、５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１９）、６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０）、９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３）、７ 月平均降水量

（Ｘ２６）、８ 月平均降水量（Ｘ２７）、９ 月平均降水量（Ｘ２８）的影响则很小。
同时，从式（２）还可以看出，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年均日照时数（Ｘ１）、１ 月平均气温（Ｘ８）、６ 月平均气温

（Ｘ１０）、８ 月平均气温（Ｘ１２）、８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７）、８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２）、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Ｘ２５）的偏

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差异水平，与≥０℃积温（Ｘ３）、≥１０℃积温（Ｘ４）、５ 月平均气温（Ｘ９）、７ 月

平均气温（Ｘ１１）、９ 月平均气温（Ｘ１３）、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５）、７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１）、５ 月平均降水量

（Ｘ２４）的偏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差异水平，但是与年均相对湿度（Ｘ６）的偏相关关系未达到显著

性（Ｐ＜０．０５）差异。
根据标准误差检验，该回归方程通过了 ə＝ ０．０５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栽培大麦 ＧＳＣ 随着年均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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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数（Ｘ１）、１ 月平均气温（Ｘ８）、６ 月平均气温（Ｘ１０）、８ 月平均气温（Ｘ１２）、８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７）、８ 月平均

相对湿度（Ｘ２２）、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Ｘ２５）的增加和≥０℃积温（Ｘ３）、≥１０℃积温（Ｘ４）、５ 月平均气温（Ｘ９）、７ 月

平均气温（Ｘ１１）、９ 月平均气温（Ｘ１３）、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Ｘ１５）、７ 月平均相对湿度（Ｘ２１）、５ 月平均降水量

（Ｘ２４）的减少而显著增加。 同时也表明，气候因子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
２．２．３　 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土壤因子的关系

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土壤有机质（Ｘ１）、全氮（Ｘ２）、全磷（Ｘ３）、全钾（Ｘ４）、速效氮

（Ｘ５）、速效磷（Ｘ６）、速效钾含量（Ｘ７）和土壤 ｐＨ 值（Ｘ８）等土壤因子的数学模型：

Ｙ＝ ５５．６７６９－７．１３５７Ｘ４－０．０２６０Ｘ７（Ｎ＝ ８３　 Ｒ＝ ０．２５２３　 Ｒ４ ＝ －０．１４５　 Ｒ７ ＝ －０．１９２９） （３）

从式（３）可以看出，影响栽培大麦 ＧＳＣ（Ｙ）的主要土壤因子是土壤全钾（Ｘ４）、速效钾含量（Ｘ７），而土壤有机质

（Ｘ１）、全氮（Ｘ２）、全磷（Ｘ３）、速效氮（Ｘ５）、速效磷（Ｘ６）、和土壤 ｐＨ 值（Ｘ８）的影响则很小。 同时从式（３）还可

以看出，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土壤全钾（Ｘ４）、速效钾含量（Ｘ７）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标准误差检验，该回归方程未

通过 ə＝ ０．０５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栽培大麦 ＧＳＣ 随着土壤全钾（Ｘ４）、速效钾含量（Ｘ７）的减少而增加。
同时也表明，土壤因子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整体影响未达到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
２．２．４　 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农艺因子的关系

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株高（Ｘ１）、穗长（Ｘ２）、穗密度（Ｘ３）、穗形（Ｘ４）、穗姿（Ｘ５）、总

小穗数（Ｘ６）、不孕小穗数（Ｘ７）、穗粒数（Ｘ８）、芒长（Ｘ９）、籽粒颜色（Ｘ１０）、籽粒形状（Ｘ１１）、护颖宽度（Ｘ１２）、千
粒重（Ｘ１３）等农艺因子的数学模型：

Ｙ＝ １．７７３１＋１．８３３１Ｘ３－３．８１２２Ｘ５＋０．１２７９Ｘ６＋１．０７１８Ｘ９－０．５０７７Ｘ１０＋０．１９１６Ｘ１３

（Ｎ＝ ８３　 Ｒ ＝ ０．４７１７∗∗ 　 Ｒ３ ＝ －０．３２０７∗∗ 　 Ｒ５ ＝ －０．１８８５　 Ｒ６ ＝ ０．１８０３ 　 Ｒ９ ＝ ０．３６８３　 Ｒ１ ０ ＝ －０．１２１９ 　
Ｒ１３ ＝ ０．１６８３∗∗） （４）

从式（４）可以看出，影响栽培大麦 ＧＳＣ（Ｙ）的主要农艺因子是穗密度（Ｘ３）、穗姿（Ｘ５）、总小穗数（Ｘ６）、芒
长（Ｘ９）、籽粒颜色（Ｘ１０）、千粒重（Ｘ１３），而株高（Ｘ１）、穗长（Ｘ２）、穗形（Ｘ４）、不孕小穗数（Ｘ７）、穗粒数（Ｘ８）、籽
粒形状（Ｘ１１）、护颖宽度（Ｘ１２）的影响则很小。 同时从式（４）还可以看出，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芒长（Ｘ９）的偏相关

系数达到极显著正相关差异水平，与穗密度（Ｘ３）的偏相关系数达到极显著负相关差异水平，但是与穗姿

（Ｘ５）、总小穗数（Ｘ６）、千粒重（Ｘ１３）、籽粒颜色（Ｘ１０）的偏相关关系均未达到显著性（Ｐ＜０．０５）差异。 根据标准

误差检验，该回归方程通过了 ə ＝ ０．０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栽培大麦 ＧＳＣ 随着芒长（Ｘ９）的增加和穗密

度的减少而显著增加。 同时也表明，农艺因子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整体影响达到极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
２．２．５　 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综合因子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年均日照时数、１ 月平均气温、６ 月平均气温、８ 月平均气温、８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８ 月平均相对湿度、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芒长的偏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差异

水平，与≥０℃积温、≥１０℃积温、５ 月平均气温、７ 月平均气温、９ 月平均气温、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７ 月平均

相对湿度、５ 月平均降水量、穗密度的偏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差异水平。 但是，这些因子对栽培

大麦 ＧＳＣ 的影响程度如何尚不清楚。 为此，我们运用随机森林回归分析法，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影响显著的年均

日照时数、１ 月平均气温、６ 月平均气温、８ 月平均气温、８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８ 月平均相对湿度、６ 月平均月降

水量、≥０℃积温、≥１０℃积温、５ 月平均气温、７ 月平均气温、９ 月平均气温、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７ 月平均相

对湿度、５ 月平均降水量、穗密度、芒长等 １７ 个变量进行了随机森林回归分析。 从表 ２ 可以看出，这 １７ 个变

量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影响从大到小的顺序是穗密度﹥ 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芒长﹥ ９ 月平均气温＞１ 月平均气

温＞年日照时数﹥≥０℃积温＞５ 月平均气温﹥ ８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８ 月平均气温＞６ 月平均气温＞≥１０℃积

温＞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５ 月平均月降水量＞７ 月平均相对湿度＞８ 月平均相对湿度＞７ 月平均气温。

２０２７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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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因子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影响的重要程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ＧＳＣ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重要值指数 ／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ｄｅｘ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重要值指数 ／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ｄｅｘ

年日照时数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Ｈｏｕｒｓ ５９．１３ 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Ｊｕｎｅ ７６．５６

≥０℃积温
≥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５３．７ ８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５２．８４

≥１０℃积温
≥１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８．９ ７ 月平均相对湿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Ｊｕｌｙ ４５．６８

１ 月平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３．５５ ８ 月平均相对湿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９．５４

５ 月平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ｙ ５３．６９ ５ 月平均月降水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Ｍａｙ ４５．８８

６ 月平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ｕｎｅ ５０．６８ 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Ｊｕｎｅ ４６．２２

７ 月平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ｕｌｙ ３８．８３ 穗密度

Ｓｐｉｋ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８１．５

８ 月平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５０．７２ 芒长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ｗｎ ７４．０４

９ 月平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１．７４

３　 结论与讨论

在地理水平方向上，青藏高原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水平分布总体呈现出斑块状交错分布和南高北低的格局，
并形成了以西藏拉孜、隆子、堆龙德庆、曲水、尼木、定日、萨迦、达孜、扎囊、日喀则、墨竹工卡、贡嘎、琼杰为中

心的青藏高原中南部和以青海共和、贵德、海晏、同德为中心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等 ２ 个栽培大麦 ＧＳＣ 高值区；
在地理垂直方向上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变化呈现出“Ｓ”型分布格局，即在海拔 ３３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ｍ 以下， 栽培大麦

ＧＳＣ 虽有波动性变化，但是总体含量很低，在海拔 ３３００．０—３６００．０ ｍ 以上，随着海拔的升高，栽培大麦 ＧＳＣ 逐

渐增加，在海拔 ４２００．０—４５００．０ ｍ 达到最高值，此后随着海拔的升高栽培大麦 ＧＳＣ 略有下降。 表明，今后要

选择高 β 淀粉的青藏高原栽培大麦品种，可能从这些区域的地方品种中进行选择可能会有更大的收获。 要发

展青藏高原青稞淀粉产业，可能在这些地区进行规划种植栽培大麦可能会有更好的收效。
农艺、气候、土壤等因子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影响从大到小的顺序是穗密度﹥ ６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芒长﹥ ９

月平均气温＞１ 月平均气温＞年日照时数﹥≥０℃积温＞５ 月平均气温﹥ ８ 月平均气温日较差＞８ 月平均气温＞６
月平均气温＞≥１０℃积温＞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５ 月平均月降水量＞７ 月平均相对湿度＞８ 月平均相对湿度＞７ 月

平均气温。 表明，对栽培大麦 ＧＳＣ 影响最大的是基因型，其次是是气候因素，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壤因

素对 ＧＳＣ 的影响不明显。 影响栽培大麦 ＧＳＣ 的农艺因子主要是穗密度和芒长，气候因子主要是拔节抽穗期

的气温日较差和籽粒灌浆成熟期的平均气温，日照和降水的影响相对较小。 这一研究结果支持大麦籽粒淀粉

含量虽然主要受品种特性，即遗传因素的控制，但环境因素对它也有明显影响的研究结果［５⁃１４］。
栽培大麦 ＧＳＣ 与年均日照时数、６ 月平均月降水量的偏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正相关差异水平，与 ９ 月份

平均气温的偏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负相关差异水平，与土壤含氮量的偏相关系数未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 这

与 Ｅｒｂｓ 等对德国大麦的研究表明，随着灌浆期温度的升高和降水的减少，作物淀粉含量下降［８］；Ａｈｍｅｄ 等对

西藏大麦的研究表明，干旱条件下，大麦淀粉含量下降［９］；Ｍａｃｌｅｏｄ 和 Ｄｕｆｆｕｓ 认为大麦籽粒发育中，英国大麦

淀粉含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少［２５］；Ｗｅｉ 等对中国大麦的研究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淀粉含量减少［２６］；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等对德国大麦的研究研究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作物淀粉含量下降［２７］ 的结论一致，但是与

Ｈｏｌｏｐａｉｎｅｎ 等对英国二棱大麦（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的研究表明，随着日照时间的缩短，大麦淀粉含量增多，且二

３０２７　 ２１ 期 　 　 　 钟志明　 等：农艺与气候因素对青藏高原栽培大麦淀粉含量空间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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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２８］；Ｅｒｂｓ 等对德国大麦的研究表明，随着施氮量的增加，淀粉含量显著下降［２８］的结论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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